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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通过构建一个嵌入增值税和政府支出的空间均衡模型,本文在考虑减税降费对地方政府支出作用

的同时,探讨减税降费对企业利润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2015—2020 年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整体上促进了企业

利润水平的上升。 但减税降费政策同时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产生不利影响,并通过影响公共产品和服

务的供给从而对企业生产率和利润水平产生负面冲击。 地方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增值税税收占比在

一定程度上共同决定了地方政府实施减税降费的政策空间和政策效果。 此外,劳动力供给条件和工资水平的变动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减税降费政策的效果。 减税降费政策要根据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量力而行,而且政府在制

定减税降费政策时需要将区域内劳动力市场条件考虑在内,以便政策达到预期效果。

　 　 关键词:减税降费　 政府支出　 税负归宿　 企业利润　 劳动力市场

　 　 中图分类号:F812. 7;F275. 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3)03-0089-20

　 　 一、问题提出

2008 年以来,中国相继出台“调低增值税率”“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加大对留抵退税的使用”等政策,持
续减轻市场主体税负。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十三五”期间累计减税降费超过 7. 6 万亿元;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达 1. 1 万亿元。 减税降费政策在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激发各方

积极性、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提振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持。 尤其是新冠疫情发

生后,减税降费政策对降低企业税负、缓解企业经营困境的作用愈加凸显。 在此背景下,准确评估减税降费

的政策效果并进一步提供政策优化的思路成为学界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
从理论上来说,减税降费政策能够直接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但不容忽视的是,大

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也给地方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 目前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中,减税主要针对增值税,
郭庆旺(2019)认为由于增值税为中央和地方的共享税(中央和地方各 50%),增值税减税额中有一半由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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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承担,若考虑到增值税附加税,则地方政府收入会减少更多[1] 。 地方财政收入水平与公共产品和服务

供给的规模直接相关,并且在当前地方财政支出刚性持续增加和高政府债务率叠加的情况下,减税降费还

可能蕴含一定的财政风险
 [2] ,债务风险的增加又反过来导致地方政府收紧财政支出。 因此,探讨减税降费

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地方政府支出这一渠道至关重要。 具体而言,当不考虑减税降费对地方政府支出的影

响时,减税降费能够降低企业税负,从而提升企业利润;但是若将地方政府支出考虑在内,减税降费在提升

企业利润的同时,可能会对地方政府财政产生负面影响,导致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减少,从而对企业生产率

水平和企业利润产生负面冲击,此时,减税降费的效果取决于上述两种效应的综合,而不仅仅是降低税负的

积极影响。 因此,在探讨减税降费对企业影响的同时,只有将地方政府支出这一渠道考虑在内,才能更加准

确合理地评估减税降费的影响,并且为政策的优化提供可行的思路。
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模型构建;第四部分为基准回归,并进行

相应的参数估计;第五部分分析引入政府支出后减税降费对企业利润的影响;第六部分为异质性分析;第七

部分为稳健性检验;第八部分为结论及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通过税负归宿来探讨税收政策对企业影响的研究,另一类探讨减

税降费对企业和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 第一类研究中,哈伯格( Harberger,1962)最早构建一般均衡模型来

研究税负归宿问题,考察了对公司部门中的资本征税的税负归宿问题[3] 。 税负由资本所有者还是劳动者承

担,取决于市场中双方的供给弹性。 短期中,由于资本固定,税负由资本所有者承担;长期中,资本相对劳动

力更具弹性,因此劳动者承担了大多数税负[3] 。 随后,更多的研究给出了公司所得税会向企业和劳动者进

行转嫁的实证证据。 德赛等(Desai
 

et
 

al.,2007)利用 1989—2004 年美国在其他国家开展业务的跨国公司数

据研究后发现,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共同承担了公司所得税,其中 45% ~ 75%的税负由劳动者承担,其余由

资本所有者承担[4] 。 阿鲁兰帕拉姆等(Arulampalam
 

et
 

al.,2012)利用 9 个欧洲国家 1996—2003 年的公司数

据,研究发现企业所得税的 50%会通过较低的工资进行转嫁[5] 。 刘和阿特舒勒(Liu
 

&
 

Altshuler,2013)认为

劳动者承担了大部分转嫁的公司所得税,所得税上升 1 美元,劳动者工资将下降 60 美分[6] 。 哈西特和马图

尔等(Hassett
 

&
 

Mathur,2015)利用自行编制的国际税率数据,研究了过去 25 年中公司税对 66 个国家制造业

工资水平的影响,发现更高的公司税显著降低了劳动者工资水平[7] 。 国内研究中,苏国灿等(2020)、寇恩惠

等(2021)对中国间接税的税负归宿进行了测算。 前者考虑了间接税不完全转嫁或者超额转嫁的情况,在间

接税流转路径中加入企业,从而测算企业承担的间接税税负归宿,结果表明企业承担了间接税税负归宿的

绝大部分,达到 70. 29%[8] 。 后者基于 2009 年采矿业增值税税率改革的自然实验,研究发现增值税税率改

革导致的税负变化由消费者、企业所有者、企业员工和中间投入供应商四方分担,扩展到中期,税负几乎全

部转移给消费者,消费者负担比例达到 77. 45%[9] 。 平新乔等(2009)、聂海峰和刘怡(2010)、聂海峰和岳希

明(2013)等分析了中国间接税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间接税都是累退的,同时可能会对收入不平

等产生影响[10-12] 。 马双等(2019)探讨了 2004 年中国东北地区增值税改革对企业活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增

值税减免使得企业活力得到显著提升[13] 。
第二类研究大多从企业创新、企业生产率、企业高质量发展以及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角度来探讨减税降

费的影响。 申广军等(2016)利用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政策冲击,探讨了增值税有效税率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发现减税能够有效提高企业投资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本产出率[14] 。 李戎等(2018)基于中国县级地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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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了税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降低增值税税率能够有效提升地区产出[15] 。 邓力平等(2020)和

周云蕾等(2021)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发现,减税降费和“营改增”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16-17] 。 倪红

福(2021)基于生产网络结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认为,减税降费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社会福利,减少经

济系统的福利损失[18] 。 刘乐淋和杨毅柏(2021)则认为当前中国宏观税负水平仍然偏高,适度的税负减免

能够夯实经济增长基础,促进全社会研发投入从而推动创新[19] 。 李真和李茂林(2021)认为减税降费会抑

制企业金融化倾向,引导社会资本回归实体领域,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20] 。 田磊和陆雪琴(2021)基于

异质性企业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发现,减税降费能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出的提高,从而实现

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增长[21] 。 段姝等(2022)以 2016 年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作为减税政策的代理政策、养
老保险费率降低政策作为降费政策的代理政策,通过构建断点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减税降费对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同样表明减税降费会通过研发投入、融资约束、规模效应等路径促进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的提高,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22] 。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发现,在探讨减税降费对企业影响的研究中,大多数只聚焦于减税降费的税负

降低效应,而忽略了地方政府支出这一重要渠道。 这可能导致无法准确合理地评估减税降费对企业的影

响,同时过度强调减税降费通过降低税负起到的积极作用,而忽略其可能损害地方财政并在长期中对企业

生产率和企业利润产生的负面冲击。 基于此,本文将减税降费对地方政府支出的影响考虑在内,在一个同

时嵌入增值税和地方政府支出的空间均衡模型基础上探讨减税降费对企业利润的影响,为相关研究做出了

补充,并根据研究结论,从政府支出、宏观税负、区域劳动力市场条件等角度,提出优化减税降费政策的可能

途径。
本文在苏亚雷斯塞拉托和齐达尔(Suárez

 

Serrato
 

&
 

Zidar,2016) [23] 的空间均衡模型基础上嵌入增值税

和地方政府支出,使得模型可以在考虑地方政府支出的前提下,探讨减税降费对企业利润的影响。 研究发

现,2015—2020 年政府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有效促进了企业利润水平的上升。 减税降费政策会对地方政府

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产生影响,通过影响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从而对企业生产率和利润水平产生负面冲

击。 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既取决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又取决于

地方政府税收中的增值税占比,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决定了地方政府实施减税降费的政策空间和政策

效果。
相比于已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在探讨减税降费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时,考虑了地方政府

支出这一重要渠道,即减税降费的影响不仅仅是降低企业税负的积极影响,还有通过地方政府支出渠道

对企业利润产生的消极影响。 由于减税降费政策的减税结构(减的主要是增值税)和增值税的共享税特

征,考虑地方政府支出这一渠道对客观合理评估减税降费政策的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本文对苏亚

雷斯塞拉托和齐达尔(2016) [23] 的模型进行了修改,在该模型中嵌入增值税和地方政府支出,使得模型可

以在考虑地方政府支出的前提下,探讨减税降费对企业利润的影响。 首先,在模型中嵌入增值税。 本文

假设增值税不完全转嫁,由劳动者和企业共同承担。 在空间均衡模型中,增值税的变动会影响劳动者和

企业行为,并对企业利润产生影响。 其次,在模型中嵌入地方政府支出,从而能够研究增值税调整对地方

政府支出调整进而对企业利润的影响。 地方政府支出来自地方政府税收和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其中税收

来自本地区应缴纳的增值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税收中归为地方政府的份额以及其他税收。 通过

将地方政府支出引入企业生产率决定,地方政府通过政府支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进而影响企业生产

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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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降费政策对于不同地区企业的实际增值税税负可能具有不同的影响①,本文采用增值税有效税率

进行表示。 在上述嵌入增值税和地方政府支出的空间均衡模型中,某一地区增值税有效税率的变动会影响

劳动者和企业行为,劳动者根据效用最大化选择地理位置,企业根据利润最大化选择地理位置。 劳动者和

企业数量的变动使得区域劳动力供求发生变化,进一步影响企业行为。 劳动者和企业行为会导致区域内个

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变动,两者叠加增值税的变动又会对政府税收产生影响。 政府税收的变动通过影

响政府支出导致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的变动,对企业生产率水平造成冲击,进一步影响企业的位置

选择。

　 　 三、模型构建

本文模型考虑一个包含劳动者、房屋所有者、企业和地方政府等四个不同主体的经济体。 代表性地区

内的劳动者为企业提供劳动,消费商品和租住房屋;房屋所有者通过向劳动者出租房屋获得租金收入;企业

通过雇佣劳动者进行生产。 经济中存在着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模型中假设增值税不完全转

嫁,分别由劳动者和房屋所有者、劳动者和企业共同承担;个人所得税由劳动者承担;企业所得税由企业承

担。 模型中还假设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为全国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住房市场为本地(或者区域)市场,劳动

者数量和企业数量均标准化为 1。
地方政府支出来自地方政府税收和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其中税收包括本地区应缴纳的增值税、个人

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税收中归于地方政府的份额以及其他税收。 地方政府通过政府支出提供企业所需的

公共产品和服务②,这些公共产品和服务对当地企业的生产经营具有积极影响(在本模型中通过将政府

支出引入到企业生产率方程中得以体现) 。 因此,地方政府的支出会对当地企业的要素雇佣、生产决策以

及企业利润产生影响,与此同时,企业的经营状况也会通过税收变化进而对地方政府的支出规模产生

影响。

　 　 (一)劳动者

c 地区的劳动者 n 在预算约束下最大化直接效用函数:
max[lnAnc + αlnhc + (1 - α)lnX ] (1)

s. t.
 

rchc + ∫
j∈J

p jx jdj = wc

1 - tyc
1 + τtvc

其中, Anc 表示对于劳动者 n 而言 c 地区的便利设施水平, lnAnc 可以分解为地区层面的便利设施水平 A
-

c

和劳动者 n 对于 c地区的偏好 ξnc。 hc 表示 c地区劳动者消费的房屋商品, α 表示对房屋商品的需求弹性。 X

表示劳动者消费的非住房商品,为常替代弹性生产函数(CES)形式: X = ∫
j∈J

x j

εPD+1

εPD dj( )
εPD

εPD+1, x j 表示 j种类商品

29

①

②

减税降费政策既有中央政府统一实施的政策,又有地方政府依法自主实施的措施。 中央政府统一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也可能根据不

同地区不同行业进行调整。 例如,为了支持海南自由港、上海自贸区、粤港澳大湾区和各地综合保税区建设发展,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分别

对符合条件的运输船舶企业、企业进口自用的生产设备和出口企业退还或免征增值税。 为了支持电力和供热部门运行,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

部对部分省份的部分电力公司和“三北”地区的供热企业免征增值税。 地方政府同样有依法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空间。 例如,在关于支持小

微企业的“六税两费”减免政策中,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以及宏观调控需要,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在 50%的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等六种税费。 在 2022 年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中,对于重点群体创业和吸收重点群体就业的企业,地方

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 20%的幅度内减征增值税等税费。 由此可知,不同地区的企业所负担的实际增值税税负可能是不同的。
假设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没有竞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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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 εPD 表示商品替代弹性且有 εPD<-1。 rc 表示 c地区房屋租金水平。 p j 表示商品 x j 的价格,价格指数标

准化为 1。 wc 表示 c地区劳动者的工资收入。 tyc 表示 c地区劳动者面临的个人所得税税率, tvc 则表示 c地区增

值税有效税率。 τ 表示增值税向劳动者转嫁的份额,本文假设增值税分别由劳动者和房屋所有者、劳动者和

企业共同承担,同时假设劳动者支付房屋租金和消费商品时承担的增值税份额相同,均为 τ。 因此,劳动者

在支付房屋租金和消费商品时,承担的增值税分别为 τtvcrchc 和 τtvc∫
j∈J

p jx jdj。 通过最大化劳动者的直接效用

函数,可以得到 c 地区劳动者 n 的间接效用函数为:

Vw
nc =a0 + ln wc

1 - tyc
1 + τtvc

( ) - αlnrc +A
-

c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uc

+ ξnc (2)

其中, a0 = αlnα + (1 - α)ln(1 - α)。 假设 ξnc 服从离散度为 σw 的耿贝尔(Gumbel)型极值分布。 劳动

者 n 选择 c 地区最大化间接效用函数,可以得到 c 地区的劳动者数量为:

Nc = Pr(Vw
nc =max

c′
{Vw

nc′}) =
exp

uc

σw

∑ c′
exp

uc′

σw

(3)

对于式(3),一个基于直觉的解释是:地区 c 提供给劳动者的效用水平 uc 越高,则该地区的劳动者数量

会越多。 根据定义, uc 会受到地区 c 增值税税率 tvc 的影响。

　 　 (二)住房所有者

房屋所有者向劳动者出租房屋,并收取租金。 c 地区的住房需求为 HD
c =

Ncαwc

rc
·

1 - tyc
1 + τtvc

;c 地区的住房供

给为 HS
c =(BH

c rc)
ηc, 其中 BH

c 表示 c 地区的房屋生产率, ηc 表示 c 地区的住房供给弹性。 本地住房市场出清,

则有 HD
c = HS

c , 对数化并经过化简后,可得到如下表达式:

lnrc =
1

1 + ηc
lnNc +

1
1 + ηc

ln wc

1 - tyc
1 + τtvc

( ) + lnα
1 + ηc

-
ηc

1 + ηc
lnBH

c (4)

　 　 (三)企业

c 地区的垄断竞争企业 j 通过雇佣劳动者、投入资本和中间品要素进行生产。 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y jc = B jc lγjckδ
jcM1-γ-δ

jc (5)

其中, B jc 表示 c 地区企业 j 的生产率水平。 l jc、 k jc 和 M jc 分别表示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力、资本

和中间品要素, M jc 为常替代弹性生产函数形式: M jc = ∫
v∈J

xv,jc

εPD+1

εPD dv( )
εPD

εPD+1, xv,jc 表示 c地区企业 j在生产过程

中投入的 v 种类商品的数量。 γ 和 δ 分别表示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产出弹性。

企业最大化税后利润为:

πjc = max
l jc,k jc,xv,jc,p jc

(1 - tbc) 1 - (1 - τ) tvc( ) p jcy jc - wc l jc - ∫
v∈J

pvxv,jcdv[ ] - ρk jc{ } (6)

其中, tbc 表示 c 地区企业面临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1 - τ) tvcp jcy jc 表示企业所承担的增值税份额。 ρ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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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租金率, ρk jc 为企业的分红支出,在税后列支。 最大化式(6),可得到 c 地区企业 j 的税后利润为:

πjc = (1 - tbc)wγ(εPD+1)
c [ρ / (1 - tbc)] δ(εPD+1)B -(εPD+1)

jc κ[1 - (1 - τ) tvc]
-εPD (7)

其中, κ 为常数项。 将 c 地区企业 j 的生产率分解为地区层面的生产率水平 B0
c 和企业 j 对 c 地区的偏好

ε jc, 即 B jc = B0
c e

εjc, 其中, ε jc 服从离散度为 σF 的耿贝尔型极值分布。 本文将政府支出引入企业生产率决定,

参考法伊盖尔鲍姆等(Fajgelbaum
 

et
 

al.,2019) [ 24] ,假设 B0
c = G

αF
c B1-αF

c , 其中 αF 表示公共产品和服务在企业生

产率中所占份额。 该公式表明地区层面的生产率水平由政府支出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Gc 以及其他外生因

素 Bc 所决定,这里隐含的假设为政府支出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没有竞争性。 将式(7)对数化并化简,可
以得到如下表达式:

VF
jc =

lnπjc

- (εPD + 1)
=

ln(1 - tbc)
- (εPD + 1)

- γlnwc - δln
ρ

1 - tbc( ) + lnκ
- (εPD + 1)

+ εPD

εPD + 1
ln[1 - (1 - τ)tvc] + αFlnGc + (1 - αF)lnBc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vc

+ εjc (8)

企业 j 选择 c 地区最大化 VF
jc, 可以得到 c 地区的企业数量为:

Ec = Pr(VF
jc =max

c′
{VF

jc′}) =
exp

vc
σF

∑ c′
exp

vc′
σF

(9)

对于式(9),一个基于直觉的解释是:地区 c 提供给企业的效用水平 vc 越高,则该地区的企业数量会越

多。 根据定义, vc 会受到地区 c 的增值税税率 tvc 和政府支出 Gc 的影响。

　 　 (四)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的收入来自税收和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其中税收包括本地区应缴纳的增值税、个人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税收中归为地方政府的份额以及其他税收。 地方政府的支出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这些公

共产品和服务会影响区域内企业的生产率水平。 c 地区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为:
Gc = Rc + Tcentral→c = (1 + φc)Rc = (1 + φc)(Rv

c + Ry
c + Rb

c + Rother
c ) (10)

其中, Gc 表示 c地区地方政府的支出, Rc 表示 c地区地方政府的税收, Tcentral→c 表示中央政府向 c地区地

方政府的转移支付。 φc 为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与 c 地区地方政府税收的比例。 Rv
c 表示 c 地区地方政府的增

值税税收, Rv
c = φv tvc

1 + τtvc
wcNc, φv 为地区增值税税收中归为地方政府的份额; Ry

c 表示 c 地区地方政府的个

人所得税税收, Ry
c = φy tyc

1 + τtvc
wcNc, φy 为地区个人所得税税收中归为地方政府的份额; Rb

c 表示 c 地区地方

政府的企业所得税税收, Rb
c = φb tbc

1 - tbc
πjcEc, φb 为地区企业所得税税收中归为地方政府的份额; Rother

c 表示 c

地区地方政府的其他税收收入。
至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劳动者、房屋所有者、企业和地方政府四个主体的空间均衡模型,同时经济

中存在着增值税。 该模型能够在考虑政府支出的前提下探讨减税降费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原因在于:一方

面,经济中存在着增值税且由企业和劳动者共同承担,此时减税降费会降低企业增值税税负,提升企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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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另一方面,本文将地方政府支出引入到生产率决定,地方政府支出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会对地区层面

的生产率水平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生产率和企业利润。 增值税税收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

一,因此减税降费会对地方政府财政产生负面影响,导致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减少,从而对企业生产率水平

产生负面冲击,降低企业利润①。 此时,减税降费的最终效果取决于上述两种效应的综合结果,而不仅仅是

降低企业税负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五)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弹性

1. 劳动力供给弹性

根据劳动者效用最大化条件,本文得到了反映 c 地区劳动者数量的表达式(3),根据 c 地区住房市场出

清条件,本文得到了 c 地区住房市场房屋租金的表达式(4)。 将式(3)对数化,并结合式(4),可以得到 c 地

区的劳动力供给弹性 εLS
c 为:

∂lnNc

∂ln wc

1 - tyc
1 + τtvc

( )
=

1 + ηc - α
σw(1 + ηc) + α

≡ εLS
c (11)

2. 劳动力需求弹性

c 地区劳动力需求可以表示为:

LD
c = Ec × E􀆠[ l∗

jc (􀆠 jc) c =max
c′

{V jc′}] (12)

式(12)表明 c 地区劳动力需求为该地区企业数量与代表性企业 j 所雇佣的劳动者数量之积。 其中,所

雇佣的劳动者数量由企业 j 选择 c 地区以最大化 V jc 的过程所决定。

式(7)已经给出了企业的利润方程,因此通过最大化企业利润,可以求得劳动力要素投入为:

l jc = B -(εPD+1)
jc wγ(εPD+1) -1

c [ρ / (1 - tbc)] δ(εPD+1)κ0[1 - (1 - τ) tvc]
-εPD (13)

其中 κ0 为常数项。 将式(13)代入式(12)并取对数,可得到如下表达式:

lnLD
c =

vc
σF

- ln ∑ c′
exp

vc′
σF( ) + [γ(εPD + 1) - 1]lnwc + ln

ρ
1 - tbc( )

δ(εPD+1)

κ0B
-(εPD+1)(1-αF)
c zc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εPD ln(1 - (1 - τ) tvc) - (εPD + 1)αF lnGc (14)

由式(14)可知,增值税有效税率 tvc 和地方政府支出 G c 均会对 c 地区劳动力需求产生影响。 一方面,

增值税进入企业利润公式,因此增值税有效税率会对企业利润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另一方面,由于本文将地方政府支出引入生产率决定,地方政府支出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会对地区层面

的生产率水平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生产率和企业利润,从而影响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当不考虑增

值税和地方政府支出,增值税有效税率下降会增加企业利润,并提升企业对劳动力需求。 但当考虑增值

税和地方政府支出后,增值税有效税率下降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受到地方政府支出的影响,因此增值税和

地方政府支出均会对区域劳动力需求产生影响。 进一步对式(14)求导,可以得到 c 地区的劳动力需求弹

59

① 对应到模型构建中,“减税降费后政府支出受到负面影响”是通过在模型中嵌入增值税和地方政府支出来实现的。 地方政府收入中

包含了增值税税收,因此减税降费会降低政府收入。 “政府支出受到负面影响后,企业生产率和利润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则是通过将政府

支出引入企业生产率决定来实现的。 c 地区 j 企业的生产率可写为 B jc =G
αF
c B

1-αF
c e

􀆠jc,政府支出 Gc 的下降会导致企业生产率的下降,从而影

响企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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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εLD
c 为:

∂lnLD
c

∂lnwc

= γ(εPD + 1) - 1 - γ
σF

+
αF

σF
- (εPD + 1)αF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θ1c + θ2c) ≡ εLD
c (15)

θ1c =
(R

~
v
c +R

~
y
c)(1 + εLS

c )

1 -R
~
b
c

αF

σF
- (εPD + 1)αF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6)

θ2c =
R
~
b
c γ(εPD + 1) - γ

σF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 -R
~
b
c

αF

σF
- (εPD + 1)αF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7)

其中, R
~
v
c = Rv

c / Rc 表示 c 地区地方政府税收中的增值税税收占比,同理, R
~
y
c 和 R

~
b
c 分别表示 c 地区地方政

府税收中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税收占比。

　 　 (六)增值税有效税率变动对企业利润的影响

1. 工资、租金和利润变动

c地区劳动力市场出清,因此劳动力供给等于劳动力需求,有 Nc = LD
c 。 对该式取对数并求增值税税率的

导数,则有 Nc
· =LD

c

·
, 其中 Nc

· =
∂lnNc

∂ln(1 + tvc)
, LD

c

·
=

∂lnLD
c

∂ln(1 + tvc)
。 劳动力供给的对数 lnNc 和劳动力需求的对数

lnLD
c 的表达式分别由式(11)、式(14)给出。 代入等式 Nc

· =LD
c

·
后,可以求得 c 地区工资的变动率为:

∂lnwc

∂ln(1 + tvc)
=wc

· =
εLS
c - θ5c

εLS
c - εLD

c

·
τ(1 + tvc)

1 + τtvc
(18)

其中, θ5c = θ1c

αF

σF
- εPD + 1( ) αF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θ4c

1 + τtvc
τ 1 + tvc( )

。 这个公式等号右边第二项的 θ4c 的表达式为 θ4c =

αF

σF
- (εPD + 1)αF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R
~
v
c 1 + 1

tvc( ) + 1
σF· εPD

εPD + 1
- εPD( )·

- (1 - τ) 1 + tvc( )

1 - (1 - τ) tvc

1 -R
~
b
c

αF

σF
- (εPD + 1)αF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c 地区房屋租金由式(4)给出,对其求增值税税率的导数,其中包含了 Nc
·

和 w
·

c。 Nc
·

可由式(3)求得, w
·

c

则由式(18)给出。 计算后可以求得 c 地区房屋租金的变动率为:

∂lnrc
∂ln(1 + tvc)

=rc
· = σw + 1

σw(1 + ηc) + α
wc
· -

τ(1 + tvc)
1 + τtvc

( ) (19)

c 地区 j 企业的最大化利润由式(7)给出,同理,将式(7)对数化并求增值税税率的导数,可以求得 c地区

企业利润的变动率为:

∂lnπc

∂ln(1 + tvc)
=πc

· = (εPD + 1){[γ - (θ1c + θ2c)αF]wc
· + θ1c

τ(1 + tvc)
1 + τtvc

- θ3c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αF} - εPD

- (1 - τ)(1 + tvc)
1 - (1 - τ) tvc

(20)

69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3, 2023)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 年第 3 期)

其中, θ3c =
R
~
v
c 1 + 1

tvc( ) +R
~
b
c

1
σF· εPD

εPD + 1
- εPD( )

- (1 - τ)(1 + tvc)
1 - (1 - τ) tvc

1 -R
~
b
c

αF

σF
- (εPD + 1)αF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2. 识别策略

增值税有效税率变动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如式(20)所示。 但是该式的求解过于复杂,本文利用一个识别

策略,将式(20)中的部分参数识别为回归系数,从而简化运算。 在上文中,通过劳动者效用最大化、住房市

场出清、企业利润最大化过程,本文求解出 c地区劳动者数量表达式 lnNc、 房屋租金表达式 lnrc、 企业数量表

达式 lnEc 以及劳动力需求表达式 lnLD
c 。

首先,对 lnNc、 lnrc、 lnEc 和 lnLD
c 求增值税税率的导数,可以写出如下方程组:

- 1
σw 1 α

σw 0

1 - 1
εLD 0 0

- 1
1 + η

- 1
1 + η

1 0

1
σF γ - (θ1 + θ2)αF[ ] 0 0 1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ú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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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θ6 = θ1
τ(1 +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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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式(21)进行化简:

Yc,t =Γ -1Ω}

βtax

Zc,t + Γ -1ec,t (22)

式(22)中的参数由式(21)给出,求解 Γ -1Ω 后,可求得系数 βtax 的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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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当增值税有效税率发生变动时,企业利润水平的变动为 π· , 其表达式如式 ( 20 ) 所示。 根据式

( 23) ,可以将企业利润变动的表达式化简为 π· = - ( εPD + 1)σFβE。 其中, εPD 表示商品需求弹性且有

εPD < - 1, βE 表示增值税税率变动对企业数量的影响系数,此时企业利润变动表达式中还有一个未

知参数 σF 需要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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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给出参数 σF 的估计方法。 将 βw 展开,可以得到:

βw =
εLS - θ1

αF

σF
- (εPD + 1)αF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τ(1 + tv)

1 + τtv
+ θ4

εLS - γ(εPD + 1) + 1 + γ
σF

-
αF

σF
- (εPD + 1)αF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θ1 + θ2)
(24)

其中, θ1 = θ1(R
~
v,R

~
y,R

~
b,εLS,εPD,αF,σF), θ2 = θ2(R

~
b,γ,εPD,αF,σF), θ4 = θ4(R

~
v,R

~
b,εPD,αF,σF,τ,tv)。

根据式(23),有 εLS = βN

βw - τ(1 + tv)
1 + τtv

成立。 因此,在给出参数 {βw,βN,R
~
v,R

~
y,R

~
b,γ,εPD,αF,τ,tv} 的值后,即

可由式(24)求解出唯一的未知参数 σF。

　 　 四、基准回归和参数估计

为了估计增值税有效税率变动对企业利润水平的影响 π·, 本文需要校准的参数包括 {βw,βN,βE,R
~
v,R

~
y,

R
~
b,γ,εPD,αF,τ,tv}。 其中, βw、 βN 和 βE 分别表示增值税有效税率变动对工资水平、人口数量和企业数量变

动的影响,由式(22)的基准回归方程估计得到。 R
~
v、 R

~
y 和 R

~
b 分别表示地方政府税收中的增值税、个人所得税

和企业所得税占比。 γ 表示劳动产出弹性,参考苏亚雷斯塞拉托和齐达尔(2016)
 [23] ,赋值为 0. 15。 εPD 表示

商品替代弹性,参考孙浦阳等(2018) [25] 和韩佳容(2021)
 [26] ,赋值为-4。 参考法伊盖尔鲍姆等(2019) [24] ,

αF 采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来表示。 τ 表示增值税转嫁给劳动者的份额,参考苏国灿等

(2020)
 [8] ,企业承担了间接税的大约 70%,因此将 τ 赋值为 0. 3。 tv 表示各地区增值税有效税率的均值。

　 　 (一)基准回归

本文基于 2015—2020 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的数据对式(22)进行估计。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地级及以上

城市层面的工资水平 w、 人口数量 N 和企业数量 E 的变动;解释变量为地级市层面增值税有效税率 tv 的变动。
工资水平采用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来表示,取对数得到 lnw。 人口数量为地级及以上城

市层面的 15~64 岁总人口,采用地级及以上城市总人口乘以地级及以上城市所在省份的 15~64 岁人口占比计

算得到,取对数得到 lnN。 企业数量采用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的企业法人单位数量来表示,取对数得到 lnE。
上述数据均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和城市统计年鉴。 增值税有效税率采用上市公司数据计算

得到。 参考陈晓光(2016) [27] 、申广军等(2016) [14]和李戎等(2018) [15] ,定义增值税有效税率为企业实际缴

纳的增值税额和营业收入的比值。 通过计算地级及以上城市内所有上市公司应交增值税之和与营业收入

之和的比值,即可得到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的增值税有效税率,加 1 并取对数得到 ln(1 + tv), 上市公司数据

来自东方财富 Choice 数据库。 删除数据缺失的样本后,本文保留了 18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共 1
 

122 个样本

观测值。 对样本数据进行前后各 1%的缩尾处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lnw 11. 132 0. 237 10. 631 11. 781 1
 

122

lnN 14. 918 0. 700 13. 192 16. 721 1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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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lnE 10. 786 1. 179 6. 838 13. 415 1
 

122

ln(1 + tv) 0. 038 0. 046 0. 000 0. 273 1
 

122

Δlnw 0. 086 0. 055 -0. 618 0. 617 935

ΔlnN -0. 008 0. 050 -0. 531 0. 752 935

ΔlnE 0. 152 0. 336 -0. 546 3. 501 935

Δln(1 + tv) -0. 004 0. 012 -0. 183 0. 065 935

　 　 回归方程式(21)的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其中,列(1)表示增值税有效税率变动对工资水平变动的影

响,结果表明增值税有效税率的下降显著促进了工资水平的上升。 列(2)和列(3)则表示在列(1)的基础上

依次加入控制变量 Bartik 和 dlngdp 后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 Bartik 表示区域内劳动力需求冲击,参考苏亚

雷斯塞拉托和齐达尔(2016) [23] ,其表达式为:

Bartikp,t = ∑
Ind

EmpShareInd,t -1,p × ΔEmpInd,t,China (25)

其中, p表示地级及以上城市所在省份, Ind表示不同的行业分类①。 EmpShareInd,t -1,p 表示 t - 1 期 p省份

Ind 行业的劳动力就业占比; ΔEmpInd,t,China 表示 t 期全国层面 Ind 行业的劳动力就业变动。 相关数据来自国

泰安(CSMAR)数据库。 dlngdp 变量则是将地级及以上城市的 GDP 对数差分化所得。 由各列估计结果可知,
列(1)中 Δln(1 + tv) 的系数与列(2)和列(3)的系数相差并不大,因此列(1)中系数的估计结果是较为稳健

的。 本文选取列(1)的回归结果作为 βw 的估计值,即有 βw = - 0. 337。 同理,列(4)—列(6)显示增值税有效

税率变动对人口数量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增值税有效税率的下降显著促进了人口数量的上升。 在加入控

制变量后,列(4)中 Δln(1 + tv) 的系数与列(5)和列(6)的系数相差并不大,因此列(4)中系数的估计结果是

较为稳健的。 本文选取列(4)的回归结果作为 βN 的估计值,即有 βN = - 0. 207。 列(7)—列(9)显示增值税

有效税率变动对企业数量的影响, Δln(1 + tv) 的系数为负但是并不显著。 同样,本文选取列(7)的回归结果

作为 βE 的估计值,即有 βE = - 0. 537。

表 2　 基准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Δlnw ΔlnN ΔlnE

(1) (2) (3) (4) (5) (6) (7) (8) (9)

Δln(1 + tv) -0. 337∗ -0. 342∗∗ -0. 342∗∗ -0. 207∗ -0. 199 -0. 200 -0. 537 -0. 706 -0. 681

(0. 173) (0. 173) (0. 173) (0. 125) (0. 126) (0. 126) (0. 682) (0. 647) (0. 649)

Bartik -0. 042 -0. 042 0. 063 0. 063 -1. 262∗∗∗ -1. 262∗∗∗

(0. 083) (0. 084) (0. 054) (0. 054) (0. 354) (0. 351)

dlngdp -0. 000 0. 001 -0. 034∗

(0. 005) (0. 002) (0. 017)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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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体有: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

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
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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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变量
Δlnw ΔlnN ΔlnE

(1) (2) (3) (4) (5) (6) (7) (8) (9)

观测值 935 935 935 935 935 935 935 935 935

R2 0. 033 0. 032 0. 031 0. 124 0. 124 0. 123 0. 076 0. 084 0. 084

　 　 注:∗∗∗ 、∗∗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后表同。

　 　 (二)σF 的估计

给定参数 {βw,βN,R
~
v,R

~
y,R

~
b,γ,εPD,αF,τ,tv} 后, σF 可由式(24)估计得出。 其中, βw 和 βN 分别取值为

-0. 337 和-0. 207。 R
~
v、 R

~
y 和 R

~
b 分别表示地方政府税收中的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占比,通过计

算 2015—2020 年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中各税种占比的均值所得,分别取值为 0. 38、0. 06 和 0. 17,数据来自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αF 采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来表示,通过计算 2015—2020 年地方政府支出

占 GDP 比重的均值得到,取值为 0. 21,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tv 表示各地区增值税有效税率的均值,
通过计算样本内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增值税有效税率的均值得到,取值为 0. 04。 γ、 εPD 和 τ 如前文所述,分别

取值为 0. 15、-4 和 0. 3。 给定上述参数,由式(24)可以计算得到唯一的未知参数 σF 取值为 0. 015。

　 　 五、量化和反事实分析

　 　 (一)减税降费对企业利润的影响

给定参数 εPD、 σF 和 βE 后,即可求得 π· = - (εPD + 1)σFβE = - 0. 025。 由此可知,增值税有效税率的下

降促进了企业利润水平的上升。 在本文的模型中,增值税由劳动者和企业共同承担。 当某一地区增值税有

效税率下降时,企业税负降低,利润水平提升,表现为税负降低效应。 税负的降低同样会吸引劳动者流入,
劳动力供给增加,但是企业数量的增加又会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若劳动力市场中供给小于需求,则劳

动者工资水平上升,企业成本上升从而利润下降,表现为劳动力成本上升效应。 同时,增值税有效税率的降

低以及所得税的变动会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从而影响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对企业生产率和

利润水平产生负面影响,表现为企业生产率下降效应。 当模型达到均衡时,企业利润取决于税负降低效应、
劳动力成本上升效应和企业生产率下降效应的综合结果。 由上述结果可知,2015—2020 年实施的减税降费

政策有效促进了企业利润水平的上升。

　 　 (二)政府支出和企业利润

考虑上述税负降低效应和企业生产率下降效应,当减税降费的规模过小时,企业的税负降低效应较小,
此时企业利润可能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当减税降费的规模过大时,增值税税收的下降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

收入和支出产生影响,后者又会影响政府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这可能会对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产生负

面影响,从而降低企业利润水平。
为了对上述两种效应进行分析,本文构建如下反事实:在基准的地方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 (αF = 0. 21)

基础上,逐步增大 αF 值至 1,同时保持其他参数不变,此时增值税有效税率下降对企业利润水平的影响如图

1 中的实线所示。 可以看出,随着 αF 的值从 0. 21 上升至约 0. 45,增值税有效税率下降对企业利润的影响逐

渐上升且处于较高的水平;当 αF 的值超过 0. 45 时,增值税有效税率下降对企业利润的影响迅速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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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由正向影响转为负向影响。 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模型将地方政府支出考虑在内,因此减税降费对企业利

润的影响包含了两条路径:首先,减税降费降低了企业增值税税负,提升了企业利润,即税负降低效应;其
次,减税降费减少了政府增值税收入,政府支出受到负面影响,导致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降低,企业生

产率和企业利润受到负面影响,即企业生产率下降效应。 此时,减税降费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取决于上述两

种效应的综合结果。 相对应地,地方政府支出对企业利润也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地方政府支出越高,
表明税收越多,企业税负相对越高,对企业利润不利;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支出越高,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

务越多,则对企业生产率和利润有利。 对应到图 1 中,保持 GDP 和增值税占比不变, αF 的上升意味着地方

政府支出的上升,相应地,地方政府增值税税收同样上升,企业的税负增加。 此时减税降费政策能够有效降

低企业的增值税税负,通过税负降低效应促进企业利润水平的上升。 同时,将地方政府支出引入生产率决

定后,企业生产率可以表示为 B jc = G
αF
c B1-αF

c eεjc, 因此有 ∂lnB jc / ∂lnGc = αF 成立,表明 αF 的值越大,则地方政府

支出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对于企业生产率的作用就越重要,此时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用于实施减税降

费政策的空间就越小。 因此,当 αF 的值高于某一阈值时,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会对地方政府财政产生较大

的不利影响,地方政府支出无法维系一定水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企业生产率水平受到不利影响,导致

企业利润水平降低,企业生产率下降效应占据主导。
图 1 中的虚线和点线分别表示不同的增值税税收占比 (R

~
v = 0. 6、0. 8) 情况下,随着 αF 的上升,增值税

有效税率下降对企业利润水平的影响。 可以看出,随着 αF 的上升,相比于实线在 αF 的值位于 0. 45 左右时

企业利润水平出现大幅度下降,虚线在 αF 的值位于 0. 33 左右时出现了这一现象,而点线则在 αF 的值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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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政府支出和企业利润

　 　 注:企业利润变动表示增值税有效税率下降对企业利润水平的影响,即 π· = (εPD + 1)σFβE。

后图同。

0. 27 左右时就出现了这一现象。
减税降费减的主要是增值税,因此

增值税税收占比越高,增值税税收

对于地方政府财政的重要性也越

高,减税降费政策越会对地方政府

的财政产生不利影响。 此时,即使

超过了某一个较低的 αF 阈值,减税

降费政策的实施都会对地方政府财

政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地方政府

支出无法维系一定水平的公共产品

和服务供给,企业生产率水平受到

不利影响,导致企业利润水平降低。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减税降费

对企业利润水平的影响既取决于地

方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又
取决于地方政府税收中的增值税占比。 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决定了地方政府实施减税降费的政策空间和政

策效果。 因此,减税降费政策要根据地方政府财政的承受能力量力而行。

　 　 六、异质性分析

　 　 (一)企业税负、宏观税负和企业利润

企业税负可用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比重来衡量,在税收不变的情况下,该比值越大表明企业税负越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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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税负的不同可能会造成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利润水平的差异性影响。 为了对其进行分析,本文在基准的

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比重 (R􀮨b = 0. 17) 基础上,逐步增大 R􀮨b 的值至 0. 56(1 -R􀮨v -R􀮨y), 同时保持增值税和个人

所得税占税收比重不变,此时增值税有效税率下降对企业利润水平的影响如图 2 所示。 图 2 中的实线、虚线

和点线分别描述了在地方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为 0. 21、0. 24 和 0. 27 的情况下,随着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比

重的上升,增值税有效税率下降对于企业利润水平的影响的变动趋势。 可以看出,三条曲线均呈现出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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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企业税负、宏观税负和企业利润

递增的趋势,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比

重越大,企业税负越大,此时减税降

费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税

负、缓解企业经营困境、提升企业的

利润水平。 因此,当企业面临的税

负较大时,减税降费政策是降低企

业税负的有效措施。
对比三条曲线的位置可知,随

着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的上升,曲
线逐渐向左上方移动。 这表明当财

政支出占 GDP 比重越高时,减税降

费政策对企业利润的提升作用越

强。 究其原因,地方政府财政支出

占 GDP 比重 (αF) 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宏观经济税负的度量①。 即使在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比重不变的情况

下,宏观税负越大意味着企业所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也越多,即企业税负越大。 因此,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

利润的边际提升效应将更强。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减税降费政策足够缓解宏观税负过大对企业的

负面影响。 相反,正是由于宏观税负过重,减税降费政策才能够对企业的利润水平产生较大的正向作用。

只有在宏观税负较为适中的情况下,减税降费政策作为降低企业税负和缓解企业经营困境的举措,才能够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劳动力供给条件和企业利润

除了税负降低效应和企业生产率下降效应,劳动力成本上升效应也是影响企业利润变动的重要因素,

其取决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变动,通过影响劳动者工资水平对企业利润产生影响。 在本文的模型

中,某一地区增值税有效税率的下降会吸引企业流入,企业数量的增加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 如果劳

动力的流入可以满足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则工资水平不变,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小,此时企业利润

变动为正。 如果劳动力供给变动小于劳动力需求的变动,此时工资水平会上升,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大,企业

利润变动可能转为负。 因此,劳动力供给条件可能会影响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利润水平的作用。
在图 3 中,本文在基准的工资变动系数 (βw = - 0. 337)、 劳动力供给变动系数 (βN = - 0. 207) 和企业数

量变动系数 (βE = - 0. 537) 基础上,将三个系数增加相同的变动幅度,此时增值税有效税率下降对企业利润

201

① 国内学者定义政府总收入与 GDP 之比为衡量宏观税负的口径之一,其中政府总收入包括为履职而筹集到的所有政府收入,如税收收

入、年度公债收入、其他收入等[28] 。 在本文的模型构建中,政府支出来自税收和中央转移支付。 因此本文利用地方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来衡

量宏观税负。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3, 2023)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 年第 3 期)

��2�	��	�

����42��	

����42�	���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图 3　 劳动力供给变动对企业利润的影响

的影响如图 3 中的实线所示。 可以

看出,随着三个系数变动幅度的增

加,企业利润水平逐渐上升。 将劳

动力供给变动系数的变动幅度降低

为原来的一半,此时增值税有效税

率下降对企业利润水平的影响如图

3 中的虚线所示,相比于实线,虚线

的上升幅度有所下降。 同理,完全

保持劳动力供给不变,此时企业的

利润变动如图 3 中的点线所示,企
业利润水平有所下降。 对比三条曲

线可知,随着劳动力供给变动的下

降,增值税有效税率下降对企业利

润水平的负向影响逐渐上升。 原因

在于,当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不足以满足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时,劳动者工资水平会上升,企业所负担的

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利润水平下降。 因此,减税降费政策的效果可能会受到区域内劳动力供给条件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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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工资变动对企业利润的影响

按照相同的分析策略,从工资

变动水平的角度进行分析。 首先

将工资变动系数、劳动力供给变动

系数和企业数量变动系数增加相

同的幅度,然后将工资变动系数的

变动幅度降低为原来的一半,最后

保持该系数不变,此时增值税有效

税率下降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分别

如图 4 中的实线、虚线和点线所示。
对比图 4 中的三条曲线可知,随着

工资变动系数变动幅度的下降,增
值税有效税率下降对企业利润水

平的促进作用逐步上升。 较慢的

工资水平上升不足以抵消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利润水平的正向作用;且工资水平变动越小,企业所负担的

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越小,企业利润水平的上升越大,与上文的分析结果一致。

　 　 七、稳健性检验

　 　 (一)增值税转嫁份额的选取

本文假设增值税不完全转嫁,由劳动者和企业共同承担。 其中, τ 表示增值税转嫁给劳动者的份额。 不

同的增值税转嫁份额的选取,可能会影响模型中减税降费对企业利润的作用。 本文将 τ 的值从 0 增大至 1,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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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稳健性检验:增值税转嫁份额的选取

时减税降费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如图

5 所示。 可以看出,当转嫁份额位于

0~0. 85 时,减税降费均能够有效促

进企业利润水平的上升,整体而言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稳健的。 但是应

该注意到,曲线呈现出递减趋势,随
着 τ的值逐渐增大,减税降费对企业

利润的促进作用逐渐下降。 当转嫁

份额位于 0. 85 ~ 1 时,企业利润变

动为负。 当 τ 的值为 1 时,增值税

完全向前转嫁给劳动者,此时减税

降费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渠道为:某
一地区增值税有效税率下降会提

升劳动者实际收入,吸引劳动者流入该地区。 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会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企业通过最大

化利润决策进行生产,表现为利润上升效应。 利润上升直接效应叠加前文中所述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效应

和企业生产率下降效应共同决定了减税降费对企业利润的影响。 然而,相比直接降低企业税负,通过影

响劳动者行为来影响企业利润的渠道要更为间接,且受制于劳动力市场条件和工资水平变动,该效应可

能会更弱。 图 5 中企业利润变动曲线呈递减趋势,增值税转嫁份额越低,减税降费直接降低企业税负的

效应就越强,因此企业利润变动相对越正向,与上述分析结果相符。 本文考虑了增值税的不完全转嫁,使
得研究结论更接近经济现实,因此能够更加合理准确地探讨减税降费对企业利润的影响。

　 　 (二)其他参数的选取

对于参数 {γ,εPD,τ}, 本文分别选取不同的参数值进行稳健性检验。 γ 表示劳动产出弹性,本文分别选

取 0. 13、0. 14 和 0. 16 进行稳健性检验,此时减税降费对企业利润水平的影响如表 3 中的第二列所示,政府

支出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如图 6 所示。 εPD 表示商品替代弹性,本文分别选取-3. 5、-3. 75 和-4. 25 进行稳健

性检验,相应的结果如表 3 中的第三列和图 7 所示。 τ 表示增值税转嫁给劳动者的份额,本文分别选取

0. 25、0. 35 和 0. 4 进行稳健性检验,相应的结果如表 3 中的第四列和图 8 所示。 由表 3 可知,不同的稳健

性检验中,减税降费均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利润水平的上升。 由图 6—图 8 可知,不同的稳健性检验中,地
方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地方政府实施减税降费的政策空间和政策效果。 因此,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稳健的。

表 3　 稳健性检验:其他参数选取下企业利润变动

分组
企业利润变动

劳动产出弹性 商品替代弹性 增值税转嫁份额

情形 1 -0. 053 -0. 024 -0. 029

情形 2 -0. 038 -0. 024 -0. 021

情形 3 -0. 012 -0. 025 -0. 018

　 　 注:企业利润变动表示增值税有效税率变动对企业利润水平的影响,即 π· = - (εPD + 1)σFβ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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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稳健性检验:不同劳动产出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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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稳健性检验:不同商品替代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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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稳健性检验:不同增值税转嫁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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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的选取

基准模型和估计中,本文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来表示 αF。 然而在现实中,中央政府支出同样会

提供企业生产所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将中央政府支出包括在内,以 αF 表示中央和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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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9　 稳健性检验: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

府的财政支出之和占 GDP 的比重,
通过计算 2015—2020 年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均值得到,取值为 0. 24,数
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此时

π· = - (εPD + 1)σFβE = - 0. 059,因

此减税降费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利

润水平的上升。 同时,政府支出

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如图 9 所示,可
以看出,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和

增值税占比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决

定了政府实施减税降费的政策空

间和政策效果。 因此,本文的结

论是稳健的。

　 　 八、结论及建议

通过构建一个嵌入增值税和政府支出的空间均衡模型,本文探讨了减税降费对企业利润的影响。 结果

表明,2015—2020 年中国的减税降费政策有效促进了企业利润水平的上升。 减税降费政策会对地方政府的

财政收入和支出产生影响,通过影响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从而对企业生产率和利润水平产生负面冲击。
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既取决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又取决于地方政府税收中的增

值税占比,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决定了地方政府实施减税降费的政策空间和政策效果。 进一步分析表

明,地区内劳动力调整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减税降费政策的效果,劳动力供给不足和劳动力成本上

升效应会削弱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利润水平的提升作用。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面临持续的下行压力,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以减轻市场主体负担,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 其中,减税降费政策中减的主要是增值税。 由于增值税的共享税特征,减税降费会造成地方

政府相对短收,给地方财政带来巨大压力,进而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产生不利影响。 政府有可能通过减少公共

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来加以应对,这将进一步对企业生产率水平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只有将减税降费对政府支

出的影响考虑在内,才能更加合理准确地评估减税降费对企业利润的影响。 而且,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

险这一重要任务也要求必须重视减税降费政策下可能蕴含的财政风险和债务风险,同时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

度认识减税降费政策的逻辑与经济效应,以为政策的优化提供可行的思路。
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首先,减税降费政策要根据地方政府财政的承受能力量力而行。 过度的减税降

费会损害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导致地方政府无法维系一定水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最终对企

业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从而降低企业利润。 因此,地方政府需要深化加强财政预算管理,在严控一般性支

出的同时保持一定强度财政支出,提高减税降费政策精准性。 其次,工资水平的变动和劳动力供给条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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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会影响减税降费政策的效果,因此政府在制定减税降费政策时应该将本地劳动力市场条件考虑在内,以
使政策达到预期效果。 具体而言,政府在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同时,应关注本地企业数量变动以及其导致

的劳动力需求变动,持续推动降低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壁垒,通过统筹相关的制度建设与环境优化

激发劳动力流入,避免出现短期内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窘境。 当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可回避时,政府有必要帮

助企业探寻降低成本的有效措施,可以从加强对采购价格的监控、制定材料能源消耗标准等方面入手,降低

企业的管理成本和制造成本,以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 最后,虽然宏观税负越大,减税降费政策的效果越

强,但这并不意味着减税降费政策足够缓解宏观税负过大对企业的负面影响。 只有在宏观税负较为适中的

情况下,减税降费政策作为降低企业税负和缓解企业经营困境的举措,才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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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x
 

and
 

fee
 

cut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nducive
 

to
 

improving
 

enterprise
 

productivity
 

and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ultimately
 

achieving
 

high-quality
 

macro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current
 

literatu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x
 

and
 

fee
 

cuts
 

policy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fails
 

to
 

consider
 

loc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lthough
 

it
 

may
 

reduce
 

the
 

tax
 

burden
 

on
 

enterprises,
 

the
 

policy
 

has
 

a
 

negative
 

impact
 

not
 

only
 

on
 

loc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resulting
 

in
 

a
 

reduction
 

in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and
 

services,
 

but
 

also
 

on
 

enterprise
 

productivity
 

and
 

profits.
 

Therefor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effect
 

of
 

tax
 

and
 

fee
 

cuts
 

depends
 

on
 

the
 

combined
 

impact
 

of
 

both
 

factors,
 

rather
 

than
 

just
 

the
 

positive
 

impact
 

of
 

reducing
 

the
 

tax
 

burden.
Using

 

the
 

tax
 

incidence
 

theory,
 

this
 

paper
 

modifies
 

the
 

spatial
 

equilibrium
 

model
 

to
 

embed
 

value-added
 

tax
 

and
 

loc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This
 

revised
 

model
 

can
 

explore
 

the
 

impact
 

of
 

tax
 

and
 

fee
 

cuts
 

on
 

enterprise
 

profits
 

while
 

considering
 

loc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makes
 

some
 

progres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it
 

introduces
 

the
 

transfer
 

of
 

value-added
 

tax
 

into
 

the
 

spatial
 

equilibrium
 

model
 

and
 

assumes
 

that
 

labor
 

and
 

enterprises
 

share
 

this
 

tax,
 

which
 

can
 

objectively
 

and
 

reasonably
 

evaluate
 

the
 

effect
 

of
 

China’s
 

tax
 

and
 

fee
 

cuts
 

policies.
 

On
 

the
 

other
 

hand,
 

it
 

embeds
 

loc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in
 

the
 

model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value-added
 

tax
 

on
 

enterprise
 

profits
 

through
 

the
 

channel
 

of
 

loc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The

 

findings
 

are
 

shown
 

as
 

follows.
 

First,
 

the
 

tax
 

and
 

fee
 

cuts
 

policy
 

implemen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rom
 

2015
 

to
 

2020
 

promotes
 

enterprises’
 

profitability.
 

Second,
 

the
 

policy
 

has
 

an
 

impact
 

on
 

the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of
 

local
 

governments,
 

ultimately
 

affecting
 

the
 

productivity
 

and
 

profit
 

levels
 

of
 

enterprises
 

by
 

reducing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and
 

services.
 

Moreover,
 

the
 

impact
 

of
 

tax
 

and
 

fee
 

cuts
 

policies
 

on
 

enterprise
 

profits
 

depends
 

on
 

the
 

propor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fiscal
 

expenditure
 

in
 

GDP
 

and
 

that
 

of
 

value-added
 

tax
 

in
 

local
 

government
 

tax
 

revenues.
 

Third,
 

changes
 

in
 

labor
 

supply
 

conditions
 

and
 

wage
 

levels
 

also
 

exert
 

some
 

influence
 

on
 

the
 

effect
 

of
 

the
 

tax
 

and
 

fee
 

cuts
 

polic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policy
 

implications.
 

First,
 

implementing
 

tax
 

and
 

fee
 

cuts
 

policies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fiscal
 

capacity
 

of
 

local
 

governments.
 

Specifically,
 

local
 

governments
 

ought
 

to
 

strengthen
 

their
 

fiscal
 

budget
 

management,
 

and
 

carefully
 

formulate
 

policies
 

that
 

are
 

mor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impact
 

of
 

tax
 

and
 

fee
 

cuts.
 

Seco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sider
 

local
 

labor
 

market
 

conditions
 

while
 

implementing
 

the
 

policy,
 

so
 

as
 

to
 

achieve
 

the
 

expecte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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